见证历史变迁的红色殿堂(作者：周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值此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笔者爬梳探访——
见证历史变迁的红色殿堂
（周 军）

2018年6月21日中午11点，全国政协礼堂北门前，一场简单而隆重的仪式正在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揭开红布，一块崭新的标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出现在全国政协礼堂北门边的墙壁上。至此，除中共九大至十九大召开地——北京人民大会堂外，包括上海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会址，广州中共三大会址，武汉中共五大会址，俄罗斯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址，延安中共七大会址，以及北京中共八大会址，全部对外挂牌开放。其中，“中共四大纪念馆”是在非会址原址异地建馆，中共六大会址挂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一

1949年底，全国政协机关成立后，从中南海搬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路东的三层小楼国际饭店办公，这是政协机关成立后的第一个办公地点。在国际饭店办公不到两个月，由于人员增多，搬到南河沿南口路西的怡园饭店。不到三个月，又搬到中南海东花厅办公。1950年9月中旬，全国政协机关与政务院（现国务院）政法委员会互换办公地点，又由中南海搬到坐落在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白塔寺）南侧，当时叫赵登禹路32号，后改为太平桥大街23号。这里原是清代顺承郡王府，建于清顺治初年，第一位主人勒克辉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孙,后获得了“世袭罔替”殊荣。
民国六年，租给晥系军阀徐树铮。奉系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王府被奉系汤玉麟没收自住。1924年，张作霖进京，自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将王府作为大元帅府。顺承郡王府家族人等生活无着，不得已请贝勒载涛居中说和，将府第以75000大洋卖给入据北京的“东北王”，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也曾在其中居住数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征用这所宅院办公。政协机关搬来后，就与张学良旧部于学忠洽谈购买这所宅院的事，于学忠代表张家办理了卖房手续。1984年，定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1994年，全国政协机关因在此建现代化的办公大楼，总投资6500万元的顺承郡王府迁建至北京市朝阳公园东隅。如今，郡王府外花坛紧簇,绿草成荫,花园式的布局被人们称为休闲、散步、娱乐的“世外桃园”。
据京城资深记者潘珊菊撰文介绍，这栋有着63年历史的建筑的诞生，缘于曾连续22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的指示。1954年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找到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说：总理指示要为全国政协盖一个大礼堂，能容纳1200人开会。（建筑面积为1万平方米，造价300万元。）经政协秘书长办公会议决定，政协成立了建设政协礼堂小组，由政协秘书处副处长连以农任组长，苏林云任秘书，负责具体的联系和安排工作。这项工程实际上受齐燕铭领导。而他主持的两次会议给后来的全国政协办公厅行政处处长苏云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建筑工程局、电业局、中央广播事业局等负责领导。齐燕铭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然后讨论了选址问题和各单位分工协作问题。关于选址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样重要的活动场所，应建在长安街，政协的人认为既然是政协礼堂，还是适合建在政协办公地点。当时，政协机关院子很大，从北面的麻线胡同直到南面的扁担胡同，占地约40亩。最后还是选定在政协机关院内盖。会议还通过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负责设计，市建筑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负责施工。考虑到礼堂建成后除政协使用外，中央和国家机关还会有一些重要活动在这里举行，因此在设计方面要有翻译室和译意风装置。第二次会议是讨论设计方案，这次会议除第一次会议参加单位负责人外，增加了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裕和。设计方案为大会场上下两层，可容纳1300余人开会，几个休息厅都比较大，一楼设五个会议室，其中第二会议室可容纳200人开会，三楼有一个800平方米的大厅，既可开各种会议，也可举办各种文娱活动和茶会、酒会等。礼堂开东南西北四个门，北门正对着政协机关，南门是正门，南门外开一条马路。对于开马路的提议，政协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不安全。几经讨论并与有关部门交涉，最终还是因为开马路是北京市的规划，达成了共识。
由于建设政协礼堂是中央直接抓的项目，参加建设的各个单位派出最著名的工程师设计，最优秀的施工队伍施工，工程质量堪称一流。据介绍，当时全国政协办公厅原文书处处长王运深记得，开工后，全国政协机关100多人不论男女，轮流参加义务劳动，有的搬砖，有的抬土，年轻力壮的用小车推水泥。整个工地热气腾腾，一片繁忙景象。尤其是在礼堂建设期间，宋裕和这位原华东军区首任供给部长几乎每天都要到工地查看，当施工进入浇灌主席台顶上大横梁时，正赶上夜间施工，苏林云陪着宋副部长一直待在工地，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浇灌工程结束后，才回家休息。
政协礼堂从设计到施工，前后共一年，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1955年下半年，礼堂建成不久，周恩来总理来查看，苏林云陪同其从一楼到三楼，各厅室仔细看了一遍。当走到二楼西侧的小翻译间时，他侧身走了进去，仔细询问了广播局机要室的专家有关译意风设施的情况。
由于当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尚未筹建，作为新中国较早的重要建筑之一，于1956年竣工的全国政协礼堂，顺理成章成为中共八大的主会场。

但对于中共八大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苏林云说：那是1956年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政协礼堂时，他才首次得知。当时，是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两位首长指示现场工作人员：“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约有1500人参加，上主席台的有270人，这次大会米高扬要来，得给他准备个休息的地方，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苏林云等人听了十分兴奋，当即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二
中共八大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激励着政协相关部门同志，更鼓舞了全体政协礼堂员工，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服务工作，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

由于中共八大预计有1500人参加，而礼堂的座位只有1300个，为此在一楼把所有座椅都移动位置，增加了两排桌椅。但是，解决270人上主席台是一个大的难题。因为要求会议进行时，坐在下面的代表们能看到主席台上的人。而主席台只有16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30人，需要安排9排座位。工作人员集思广益，多次向有关单位和能工巧匠请教，最后确定了解决方案：第一排座就在地面，从第二排起每排高出20厘米，共做了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设有固定的栏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80多块挡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走道。米高扬的休息问题，也颇费了一番脑筋。第一会议室是毛泽东和主席台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厅原本是有几个会议室的，但须穿过代表的休息厅，不方便。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主席台西侧的道具间装修一新，临时作了贵宾休息室。这些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和杨尚昆都表示满意。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距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七大，已经11年。由于当时人民大会堂尚未建造（1958年，人民大会堂开始动工，1959年建成），于是当年刚刚竣工的全国政协礼堂便成为了中共八大的会场。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在十五大之前，八大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党代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的建议》。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

根据七大党章的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在1945年召开的，八大应当在1948年前后召开。但从七大后的整个形势看，很难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下一次党代会。

　　1945年到1949年，正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决胜阶段，“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决不能让敌人有喘一口气的时机，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在1948年或1949年里召开党的八大是不可想象的。

　　党的七大后，全党团结一心，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号召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的重任。

　　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需要全力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全力捍卫新生的政权，进行还未完结的局部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需要镇压反革命，镇压一切仇视新生政权并继续反抗的阶级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需要全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在这个时期，也没有时间来召开党的八大。

但是，在1952年底，中央还是考虑过八大的事情的。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宣布，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七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召开中共八大的各项组织工作。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是以《论十大关系》的主要精神为指导思想。

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准备向中共八大提交的各项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做出决定，明确提出中共八大议程应突出“建设”这个主题。8月30日至9月12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对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进行详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主持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对于开好中共八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9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26日，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

三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笔下。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毛泽东强调：……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以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雄心壮志，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竟博得了34次热烈掌声。

　　开幕词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泽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很快，陈伯达写完了。但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当年，田家英34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

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并且加了几段话。第一段加的是纪念已牺牲的同志和朋友的话。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写道：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一段是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党所处的地位的文字：……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另外两段文字中，一段是在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内容前，加上肯定苏联成绩的几句话；一段是在欢迎兄弟党代表的文字后，加上对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表示欢迎的语句，这段新加的话，也是开幕词的最后一段话：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之后，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给有关人员审阅修改。这已经是9月14日清晨4时30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李雪峰曾回忆说：八大开幕当天，毛主席致开幕词。主席对开幕词很满意，会议期间曾兴奋地告诉我们：开幕词最先是陈伯达写的……现在的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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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开得很活跃，大会的透明度极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向外公布时，当选者名单是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则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的。

　　八大中央委员选举结果排名前10位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第11至20位的是：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第21至30位的是：陈毅、彭德怀、廖承志、李先念、陈赓、聂荣臻、林枫、张鼎丞、彭真、乌兰夫。

　　八届一中全会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大书记中的四人外（任弼时已去世），增加了陈云、邓小平。

　　八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不是先提出候选名单，而是先进行一次没有候选名单也不限名额的预选，只是在预选前中央领导同志讲过一些原则性意见，并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的结果按照得票多少全部公布，然后整理成一份候选名单，各代表团再行讨论。讨论中，中央领导同志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就曾提出，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的总队长，应该列入候选者的名单中。在吸收了代表们的意见后，才提出一份候选名单的草稿，进行一次预选。再一次把预选结果拿出来，让代表们选举出一份正式候选名单，然后代表们再在大会上投票选举。

　　在一次筹备会上，毛泽东就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专门指出：这次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没选上，先让一让老同志，让他们先“过过瘾”。实际上，毛泽东讲的不仅仅是让一让的问题，而是让大家注意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后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也都补选进中央委员会。

　　有一天，大会秘书处给刘少奇送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请他填写选票。他填完后交给秘书，并高兴地说：“我统统圈了。”刚开始秘书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回到办公室一看，原来他说“统统圈了”的意思是：一、他没有不同意的；二、他连自己的姓名下面也画了圈。通常选举中，为了表示谦虚，往往自己不投自己的票。其实，这个选举名单经过大会小会反复协商早酝酿好了，既然在酝酿讨论时自己也同意了，投票时再客气一番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统统圈了。”刘少奇欣喜的情怀溢于言表。
……
而在那几年困难时期，政协礼堂的工作反而搞得十分红火，文娱活动方面更是多姿多彩，吸引了许多委员和一些党外人士来礼堂参加活动。定期活动有：每周末一次舞会，每两周末一次电影，每两周搞一次各个剧种的晚会。不定期的活动有：小型文艺演出，一般在三楼大厅，常常以茶座形式出现，主要请一些名角演折子戏；举办笑的晚会，是侯宝林委员的杰作，参加活动的委员都可以讲笑话，大家讲的笑话经侯宝林委员润色，就变得有滋有味，刘斐常委就是笑的晚会的积极参与者，他每场必到，他讲的笑话，也常使人忍俊不止。
***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

个人联络–139-0191-6936
联络邮箱 - eastday9912@xinhuanet.com
----欢迎您来我处约稿或委托撰稿----

 6 / 6

